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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药品与个人护理品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 包括各种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如

各类抗生素、人工合成麝香、止痛药、降压药、避孕药、催眠药和减肥药等) 与个人护理用品 (如化妆品、香料、

遮光剂、发胶、染发剂和杀菌剂等)。作为一类新兴环境微污染物，PPCPs 因具有潜在的环境毒理学效应和人体

健康风险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有关 PPCPs 的生物降解研究已展开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较大进展。文中

总结概括了目前国内外 PPCPs 生物降解方法、功能菌种类、PPCPs 的生物降解特性及产物组成与降解途径等，分

析了 PPCPs 微生物降解机理，并对 PPCPs 生物降解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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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 are a group of emerging environmental micropollutants, 

including prescription drugs and over-the-counter drugs (e.g., antibiotics, synthetic musk, painkiller, depressor, contraceptive 

drugs, soporific and weight-loss drug),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e.g., cosmetics, synthetic perfume, sunscreen, hair spray, 

tint and fungicide). Extensiv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PPCPs because of their potential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environments 

and human health. Abundant researches have focused on the biodegradation of PPCPs. This review summarizes and discusses 

the biodegradation method, the diversity of PPCPs-degrading microorganisms, the degradation ability, metabolites and 

proposed pathways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s of PPCPs’ biodegradation. In addition, prospect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biodegradation of PPCPs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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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药品与个人护理品 (PPCPs) 

1.1  PPCPs 概述 

药品与个人护理用品  (Pharmaceutical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PPCPs) 作为一类新兴环境

微污染物，自 1999 年由 Christian G．Daughton

在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中首次报道

以来逐渐受到科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1-2]。

PPCPs 种类繁多，其中医药品大约有 4 500 种，广

泛用于人类或动物的疾病预防与治疗等领域，主要

包括各种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如 X 射线显影剂、

咖啡因、抗生素、抗癌药、镇静剂、抗癫痫药、显

影剂、止痛药、降压药、避孕药、D-阻滞剂、激

素、类固醇、消炎药、催眠药、减肥药、利尿剂

等)；日常个人护理用品主要包括防晒霜、香料、

遮光剂、染发剂、发型定型剂、洗发水、洗涤剂、

消毒剂、香皂等一系列化妆品[3]。环境中常见的

PPCPs 见表 1。 

1.2  PPCPs 的危害及污染分布 

PPCPs 种类繁多，结构多样，各组分没有共

性结构，如激素和活性类固醇没有特异性可对几

乎所有生命体产生生物学效应 [4]。此外，PPCPs

具有较强的环境持留性、生物活性和生物累积性

等特征，其长期暴露对环境甚至人体健康可造成

一定的潜在危害。例如，三氯生可以干扰硅藻的

光合作用和细菌的繁殖[5]。双氯芬酸能够影响虹

鳟鱼 Oncorhynchus mykiss 的生物化学功能，导致

其生物组织的损害[6]，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可引起

O. mykiss 致突变和致癌，表现出很强的遗传毒 

性[7]。多种 PPCPs 共存条件下其毒性还可产生叠

加效应，每种化合物的毒理效应也可能会得到不

同程度的放大[8]。此外，Cheng 等[9]研究指出，

抗生素的缓慢生物降解性和持久性，可使细菌产

生耐药性基因甚至变异为耐药性极强的“超级 

细菌”。 

目前，PPCPs 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大量使用，日

常生活中未使用的或过期药品、药品生产废物和医

院垃圾等的排放成为环境中 PPCPs 的直接来源。

此外，有研究调查表明，摄入人体或动物体内的药

物并不能完全被吸收和利用，高达 90%的未代谢

或溶解的药物通过粪便和尿液等排泄物进入污水

处理系统中[11]。然而，传统污水处理系统并无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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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环境中常见的 PPCPs[10] 

Table 1  Commonly detected PPCPs in the environment[10] 

Name CAS number Molecular formula Use 

Galaxolide 1222-05-5 C18H26O Synthetic musk 
Tonalide 21145-77-7 C18H26O Synthetic musk 
Iopromide 73334-07-3 C18H24I3N3O8 X-ray developer 
Roxithromycin 80214-83-1 C41H76N2O15 Antibiotic 
Ciprofloxacin 85721-33-1 C17H18FN3O3 Antibiotic 
Norfloxacin 70458-96-7 C16H18O3N3F Antibiotic 
Estrogen 53-16-7 C18H22O2 Natural estrogen 
17β-estradiol 50-28-2 C18H24O2·0.5H2O Natural estrogen 
17α-ethynylestradiol 57-63-6 C20H24O2 Natural estrogen 
Ibuprofen 15687-27-1 C13H18O2 Anti-inflammatory painkiller 
Naproxen 22204-53-1 C14H14O3 Anti-inflammatory painkiller 
Diclofenac 15307-86-5 C14H13O3N Anti-inflammatory painkiller 
Triclosan 3380-34-5 C12H7C13O2 Sterilizer 

 
 

对 PPCPs 等环境有机污染物的专门处理技术，现

有技术虽对氮、磷等无机污染物具有较好的去除效

果，但对于 PPCPs 的去除效果欠佳。因此 PPCPs

在污水处理系统中的低处理效率使其主要通过污

水处理厂出水和活性污泥不断释放到环境中，对环

境造成不可预估的危害。例如，Ternes 等研究发现，

卡马西平在污水处理厂中的去除率低于 10%，甚至

出现出水和污泥中浓度高于进水中浓度的现象[12]。

随着环境分析技术的发展，PPCPs 已在多种环境

介质如水体、土壤、污泥、底泥甚至人体样品中

检出，且检出浓度在 ng/L 至 μg/L 水平之间[13]。例

如 ， 我 国 的 地 表 水 陆 续 检 测 出 不 同 种 类 的

PPCPs[14]。Peng 等[15]在我国广州珠江流域已检测

到多种 PPCPs，其中超过 60%的水体可以检测到

雌二醇，其 大浓度可达 65 ng/L，水杨酸、氯丙

酸、布洛芬在大多数水体中也可以被检测出，且其

大浓度高达 2 098、248、1 417 ng/L。Zhang 等[16]

在上海市苏州河也检测出 ng/L 水平的 PPCPs。 

2  PPCPs 的生物处理技术 

因 PPCPs 在环境中的持续存在和潜在风险，

有关 PPCPs 在环境中的去除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目前国内外学者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多种技

术研究了 PPCPs 的去除，物理和化学方法主要集

中在混凝、膜分离、氧化和吸附等[17]。混凝法对

PPCPs 的去除效率因受混凝剂种类和 PPCPs 结构

的变化影响较大而使去除效果具有一定的离散

性；膜分离技术目前尚未进行规模化应用，大多

停留在实验室水平，同时消毒剂及其连用技术，

随消毒剂种类的变化其对 PPCPs 矿化程度差异

大，且可能会产生对环境毒性更大的中间体，这

些都需要进一步确定[17]；氧化法会向环境中释放

多种氧化产物及副产物，其毒性会更高所以氧化

法不宜投入到实际工程中[18]；吸附法所采用的材

料 (碳纳米管、活性炭和石墨烯等) 成本较高，

导致其不能大规模应用[19]。生物处理技术由于具

备环境友好、无二次污染、高效、成本低和操作

管理简便等优势广泛应用于 PPCPs 的去除。 

2.1  植物吸收降解 

PPCPs 的植物吸收、富集和转化是其环境中

消减的一种重要途径[20]。Hijosa-Valsero 等研究表

明，植物的蒸腾作用与 PPCPs 去除率之间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 (R2>0.893)[21]。PPCPs 可通过根系吸

附在蒸腾作用的驱动下，跨过细胞膜的双分子层

进入细胞组织液，随后转运到其他组织器官并在

不同组织器官累积， 终实现 PPCPs 的去除[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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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等[23]研究发现，水葱可通过根系摄取咖啡

因和氯贝酸，并将其转运到芽等组织中进一步吸

收，其中氯贝酸在根中的浓度为 5.4–26.8 μg/g，

占初始引入量的 6%–13%；在芽中的浓度为

7.2–34.6 μg/g，占初始引入量的 22%–49%，且植

物体内特定的生化酶可使氯贝酸进一步转化为

CO2、H2O 和 Cl2 等无机小分子。Zhang 等[24]研究

结果表明，香蒲的种植可使布洛芬在人工湿地中

的去除率提高 33%，使萘普生的去除率提高至近

2 倍。此外，PPCPs 的植物修复与植物的种类和植

物特性密切相关。阿丹[25]在调查花叶芦竹和再力

花湿地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去除效果时发现，地

下根状茎粗而多结的花叶芦竹湿地对大环内酯类

的去除效率可达 88%，而再力花湿地仅为 73%，

表明植物的种类对大环内酯类化合物的去除效果

有一定影响。Dordio 等[26]有关湿地中阿替洛尔的

去除研究指出，香蒲对阿替洛尔的去除效果要优

于芦苇，这与香蒲具有发达的地上部分和较高的

蒸腾速率有关。而 Ranieri 等[27]研究发现，对乙酰

氨基酚在种植芦苇的水平潜流湿地中的去除效果

优于其在种植香蒲的湿地，这可能是由于芦苇的

根系体积大，其较大的比表面积更有利于生物膜

的形成和对乙酰氨基酚的生物降解。需要指出的

是，PPCPs 的植物吸收也受污染物自身理化性质的

影响。例如 Dordio 等[28]利用种植香蒲的人工湿地

研究其对 PPCPs 的去除时发现，在种植香蒲的人

工湿地对卡马西平和氯丙酸的去除率在夏季时分

别为 97%和 75%。Christofilopoulos 等[29]考察盐土

植物 Juncus acutus L.对不同污染物的植物修复能

力时发现，Juncus acutus L.对初始浓度为 50 mg/L

的双酚 A 的去除效率都可高达 98%，而对相同初

始浓度磺胺甲恶唑的去除效率则仅为 61%。 

2.2  微生物降解 

目前，国内外学者有关 PPCPs 的微生物降解

做了大量的研究，并筛选出许多 PPCPs 的降解功

能菌群，且对其生物降解特性、降解动力学和产

物组成与降解途径进行了深入探讨，表 2 给出了

部分 PPCPs 降解菌和 PPCPs 降解效率。本文将以

使用 为广泛且在环境中检出浓度和频度均较高

的几种 PPCPs 为例重点阐述。 

磺胺类抗生素具有成本低和广谱性特点被广

泛用于治疗或预防家畜和养牛的传染性疾病[30]。

目前科研工作者已分离出一系列降解典型磺胺类

药物磺胺甲恶唑的降解菌，如枯草芽孢杆菌

Bacillus subtilis、铜绿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 和马红球菌 Rhodococcus equi[31]、微杆

菌 Microbacterium sp. SMX B24、短波单胞菌

Brevundimonas sp. SMX B12[32]和嗜冷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hydrophila HA-4[33]。Reis 等[34]研究

指出，反硝化无色杆菌 Achromobacter denitrificans

对磺胺甲恶唑具有一定的降解能力。南极冰藻

Chlamydomonas sp. Tai-03、马红球菌 Rhodococcus 

equi 和嗜冷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hydrophila 

HA-4 对磺胺甲恶唑的降解效率分别为 20%、29%

和 34.4%[18,31,33]。Wang 等[35]研究发现，不动杆菌

Acinetobacter sp.在 适条件下，可以在 48 h 内使

95%以上的浓度为 5–240 mg/L 磺胺甲恶唑发生矿

化。白腐真菌变色栓菌 Trametes versicolor 由于其

优异的污染物降解能力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例如，García-Galán 等[36]研究发现，当磺胺二甲

嘧啶、磺胺吡啶和磺胺噻唑的浓度在 7 mg/L 以内

时，Trametes versicolor 对磺胺二甲嘧啶、磺胺吡啶

和磺胺噻唑的去除率均高达 100%，且漆酶在三者

的转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谢鹏等[18]研究

表明，磺胺吡啶和磺胺甲恶唑在 Chlamydomonas sp. 

Tai-03 作用下可发生降解，在 10 mg/L 以内的去

除率分别为 50%和 20%。谢鹏等[18]研究表明，环

丙沙星和四环素在 Chlamydomonas sp. Tai-03 的

作用下发生了开环反应，对浓度低于 10 mg/L 的

环丙沙星和四环素的去除率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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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三氯生作为一种广谱抗菌剂被广泛应

用于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和消费品中，在环境介质

中不断被频繁检出，是 重要的环境微污染物之

一[37]。目前，环境中三氯生的去除主要采用生物

降解。例如，Wang 等[38]从污泥中驯化分离出一种

黄色透明、革兰氏染色显示细胞呈革兰氏阴性的

新菌株 Dyella sp.，发现 Dyella sp.可以矿化 90%

以上的三氯生 (<10 mg/L) 及其降解产物。同时，

它也可以在少量葡萄糖作为碳源时合成生物质，

发生共代谢作用降解三氯生。据报道，甲基杆菌

属 Methylobacillus sp.[39] 、 鞘 氨 醇 单 胞 菌

Sphingomonas sp. strain YL-JM2C[40]、鞘脂单胞菌

Sphingopyxis strain KCY1[41] 、 恶 臭 假 单 胞 菌

Pseudomonas putida TriRY[42] 、 产 碱 杆 菌

Alcaligenes xylosoxidans subsp. denitrificans TR1[42]、

新鞘氨醇杆菌 Novosphingobium sp. TrD22[43]、脱氮

嗜脂环物菌 Alicycliphilus[44]、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Stenotrophomonas[44]和亚硝化单胞菌 Nitrosomonas 

europaea[45]等菌株具有降解三氯生的能力，其中，

Sphingopyxis strain KCY1 可以将三氯生完全转化

为中间产物[41]，在三氯生初始浓度为 5 mg/L 时，

Sphingomonas sp. strain YL-JM2C 可使三氯生完

全矿化[40]。 

扑热息痛 (对乙酰氨基苯酚，俗称泰诺) 是世

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一种解热镇痛药，是美国 为

广泛使用的处方药和非处方药[46]，长期暴露会引

起肝细胞和肾细胞坏死还可能诱发血小板减少性

紫癜或白血病等。de Gusseme 等[47]在膜反应器中

分离出两株细菌 (戴尔福特菌 Delftia Tsuruhatensis

和铜绿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这两株

菌都可将对乙酰氨基酚作为碳源，使其开环 终

矿化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其中分别接种 1%的两种

菌株，48 h 内对乙酰氨基酚 (1 g/L) 的去除率分

别达到 97%和 40%。Molina 等[48]研究表明，革兰

氏阳性菌株 Planococcus sp.可降解 30%的萘普生，

而沙雷氏菌 Serratia sp.和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可使萘普生发生彻底降解，即去除率为 100%。 

目前，科学家们也分离出了可以降解卡马西

平 的 功 能 菌 群 ， 例 如 红 球 菌 Rhodococcus 

rhodochrous[49]、黑曲霉 Aspergillus niger[49]、氯氰

菊 酯 降 解 菌 Starkeya sp. C11[50] 、 根 瘤 菌 属

Rhizobium sp. C12[50]、假单胞菌属 Pseudomonas sp. 

CBZ-4[51]和链霉菌 Streptomyces MIPUG 4.89[52]。

Gauthier 等[9]研究表明，黑曲霉 Aspergillus niger 对

卡马西平的生物降解速率大于红球菌 Rhodococcus 

rhodochrous。Bessa 等[50]研究发现，Starkeya sp. C11

与Rhizobium sp. C12对浓度为 10 mg/L卡马西平的

生物降解率约为 30% ， Ang 等 [51] 研究指出

Pseudomonas sp. CBZ-4 在 144 h 内对浓度为   

100 mg/L 卡马西平的降解效率可以达到 46.6%。

Popa 等[52]研究表明，Streptomyces MIPUG 4.89 在

添加了 5 g/L 葡萄糖培养基上发生了共代谢反应，

对卡马西平  (0.05–8 mg /L) 的降解为 35%。

Golan-Rozen 等[53]研究发现，白腐真菌 Pleurotus 

ostreatus 可将 99%的卡马西平去除。 

近的研究指出双酚 A 的降解细菌群落主要由

变形杆菌 Proteobacteria[54]、细菌 Bacteroidetes[54]、

氯仿菌 Chloroflexi[54]、厚壁菌门 Firmicutes[54]、芽

单 胞 菌 门 Gemmatimonadetes 、 放 线 杆 菌

Actinobacteria[54]和芽孢杆菌 Bacillus sp. GZB[55]组

成。谢鹏等[18]研究发现，双酚 A 在 Chlamydomonas 

sp. Tai-03 的作用下发生了开环反应，并且其对   

10 mg/L 内 BPA 去除率为 100%。Yang 等[54]研究表

明，在沉积物中变形菌门 Proteobacteria，尤其是 γ-

变 形 菌 Gammaproteobacteria 和 α- 变 形 菌

Alphaproteobacteria，在双酚 A 的降解中起主导作

用。Li 等[55]研究发现芽孢杆菌 (Bacillus sp. GZB) 

在好氧和厌氧条件下对双酚 A (10 mg/L) 均具有较

强的降解能力，其在厌氧条件下可使双酚 A 彻底降

解，在好氧条件下可使 51%的双酚 A 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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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PPCPs 微生物降解种类、去除率和微生物来源 

Table 2  PPCPs degrading microorganisms, the removal rate of PPCPs and sources of the microorganisms 

Name 
Molecular 
formula 

Bacterial species 
Removal rate 

(%) 
Source References

Sulfamethazine C12H14N4O2S Trametes versicolor 100 Sludge [36] 

Sulfapyridine C11H11N3O2S Trametes versicolor 100 Sludge [36] 

Chlamydomonas sp. Tai-03 50 Freshwater [18] 

Sulfathiazole C9H9N3O2S2 Trametes versicolor 100 Sludge [36] 

Sulfamethoxazole C10H11N3O3S Achromobacter denitrificans – Sludge [34] 

Chlamydomonas sp. Tai-03 20 Freshwater [18] 

Acinetobacter sp. 95 Sludge [35] 

Rhodococcus equi 29 Sludge [31] 

Pseudomonas hydrophila HA-4 34.4 Sewage [33] 

Ciprofloxacin C17H18FN3O3 Chlamydomonas sp. Tai-03 100 Freshwater [18] 

Tetracycline C22H24N2O8 Chlamydomonas sp. Tai-03 100 Freshwater  [18] 

Triclosan 
 

C12H7Cl3O2 Dyella sp. 90 Sludge [38] 

Spingopyxis strain KCY1 100 Sewage [41] 

Spingomonas sp. strain YL-JM2C 100 Sludg [40] 

Methylobacillus sp. – Sludge [39] 

Pseudomonas putida TriRY – Compost [42] 

Alcaligenes xylosoxidans subsp. 
denitrificans TR1 

– Compost [42] 

Novosphingobium sp. TrD22 – Sludge [43] 

Alicycliphilus – Activated sludge [44] 

Stenotrophomonas – Activated sludge [44] 

Nitrosomonas europaea – Sewage [45] 

Paracetamol C8H9NO2 Delftia tsuruhatensis 97 Membrane bioreactor [47] 

Pseudomonas aeruginosa 40 Membrane bioreactor [47] 

Naproxen C14H14O3 Serratia sp.  100 Sludge [48] 

Pseudomonas 100 Sludge [48] 

Planococcus sp. 30 Sludge [48] 

Carbamazepine C15H12N2O Rhodococcus rhodochrous – Soil [49] 

Aspergillus niger – Soil [49] 

Starkeya sp. C11 30 Sludge [50] 

Rhizobium sp. C12 30 Sludge [50] 

Pseudomonas sp. CBZ-4 46.6 Sludge [51] 

Streptomyces MIPUG 4.89 35 Soil [52] 

Pleurotus ostreatus 99 Soil [53] 

Bisphenol A C15H16O2 Chlamydomonas sp. Tai-03 100 Freshwater [18] 

Bacteroidetes – Sediment [54] 

Chloroflexi – Sediment [54] 

Bacillus sp. GZB 100 (Anaerobic)
51 (Aerobic)

Sludge [55] 

Actinobacteria – Sediment [54] 

Gemmatimonadetes – Sediment [54] 

Firmicutes – Sediment [54] 

Gammaproteobacteria 
Alphaproteobacteria 

– 
– 

Sediment 
Sediment 

[5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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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物降解机理 

有机污染物的生物降解是微生物通过一系列

生物化学反应使有机污染物在好氧或缺氧的条件

下改变化学结构， 终实现去除的目的。微生物

对有机污染物的降解能力依赖于污染物的生物可

降解性和微生物的转化性能[56]。常见的反应有羟

基化、甲基化、去甲基化、水解反应等。通常，

PPCPs 的生物降解过程可以分为 3 类[56]：1) 生物

矿化，即在微生物作用下将 PPCPs 转化为小分子

化合物， 后转化为 H2O 和 CO2；2) 被微生物转

化为疏水性降解产物与固相结合留存在环境中；

3) 被转化成具有更高亲水性的降解产物残留在

水体中。生物降解可能是将毒性高的污染物降解

为毒性更低的化合物达到解毒的作用，另一方面，

降解产物比母体污染物具有相当甚至更高的生物

活性或毒性，产生二次污染，并对生态环境和人

体健康造成不可预估的危害，因此，PPCPs 的生

物降解作用机制 (如产物组成、降解途径和产物

的活性等) 研究对于系统理解 PPCPs 的环境行为

和合理评估其环境安全性是不可或缺的[57]，在进

行 PPCPs 环境风险评价时不可忽视其降解产物的

潜在危害。 

生物矿化作用可将难降解微污染物彻底降解

为 CO2 和 H2O。Wang 等[38]从活性污泥中驯化分

离出一种可以降解三氯生的新菌种 Dyella sp. 

WW1，研究得出该菌种可实现生物脱氯，并将三

氯生完全矿化为 CO2 和 H2O，消除其对环境的不

良影响。此外，他们检出了三氯生的 6 种降解产

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氯生的两种生物降解途

径：1) Dyella sp. WW1 可能是先通过引入羟基自

由基来攻击三氯生，生成羟基化产物 m/z 337，然

后通过氧化反应发生间位裂解 (meta-cleavage)环

开裂生成两个环裂解产物 (m/z 195 和 m/z 215)，随

后分别发生脱羰基、脱羟基反应或脱羧反应进一步

降解， 终生成 CO2 和 H2O；2) Dyella sp. WW1

使三氯生发生脱氯反应，在单氧化酶或双氧化酶的

作用下使三氯生羟基化，随后发生间位切割环开裂

生成环裂解产物 m/z 215 以及苯醚键水解反应生成

1,5-二羟基苯酚， 终生成 CO2 和 H2O，详见图 1。 

 
 

 
 

图 1  三氯生的生物降解途径[38] 

Fig. 1  The biodegradation pathway of triclosan[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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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西平是一种在污水废水和污泥中检出率

为频繁的药品之一。本课题组成员 Li 等[58]采用

同位素标记法与 HPLC-MS/MS 分析联用技术较

为系统地研究了卡马西平在土壤中的降解机理，

研究结果表明，卡马西平在土壤中的降解主要以

微生物降解为主，且土壤原有微生物在卡马西平

的彻底矿化过程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通过

LC-MS/MS 结构鉴定工作成功解析了卡马西平好

氧土壤中的 5 个降解产物，分别为 10,11-二氢-10-

羟基卡马西平、环氧卡马西平、N-甲醛吖啶酮、

4-乙醛-9-吖啶酮和吖啶，其中，N-甲醛吖啶酮是

一种生物降解的代谢中间体，而并非化学降解所

致。基于产物信息推断卡马西平在好氧土壤中的

降解途径主要为：卡马西平分子的活性位点是

C10-C11 双键，微生物可通过中间杂环的烯水解

和氧化作用生成氧化产物 10,11-二氢-10-羟基卡

马西平和环氧卡马西平。降解产物 10,11-二氢-10-

羟基卡马西平也可能为过渡态中间产物环氧卡马

西平在酶作用下的下一步产物。卡马西平分子在

保持两边的苯环不被破坏的情况下，可通过环氧

化作用生成环氧化衍生物，并进一步通过环氧键

断键发生缩环重排反应生成 N-甲醛吖啶酮。缩环

反应可能是频呐醇重排下富电子的杂环发生电子

转移和重排将氮杂环庚三烯环转化为苯环结构。

发生缩环反应后，进一步发生羰基化和去羰基化

反应对应生成 4-乙醛-9-吖啶酮和吖啶。这些降解

产物在微生物的作用下 终开环矿化，生成二氧

化碳和水，详见图 2。Golan-Rozen 等[53]研究了白

腐真菌 Pleurotus ostreatus 对卡马西平的生物降解

作用机制，研究发现，Pleurotus ostreatus 的过氧化

酶 (如细胞色素 P450 酶和锰过氧化物酶) 可将

99%的卡马西平去除，且转化为环氧卡马西平。 

此外，本课题组成员 Li 等[59]首次研究了在环

境中频繁检出的医药化合物对乙酰氨基酚在好氧

土壤的转化规律，实验结果表明，土壤微生物可 

 
 

图 2  卡马西平在土壤中可能的降解途径[58] 

Fig. 2  Proposed pathways of carbamazepine in 
agricultural soils[58]. 

 

快速直接降解甚至彻底矿化对乙酰氨基酚，使其

矿化率提高 6.8 倍，对乙酰氨基酚在好氧土壤中

的 8 种降解产物有 3-羟基对乙酰氨基酚、氢醌、

1,4-苯醌、N-乙酰对苯醌亚氨、对甲氧基乙酰苯

胺、4-甲基苯酚、2-己烯酸和 1,4-二甲苯。根据产

物组成及其动态变化规律推断，扑热息痛在土壤

中的降解途径主要包括苯环支链水解、氧化作用、

甲基化作用和苯环开环裂解等反应，详见图 3。

其中，3-羟基对乙酰氨基酚、1,4-苯醌和 N-乙酰

对苯醌亚氨具有与母体相近或更高的生物活性，

这些产物本身或与母体共同作用可能产生更高的

毒性效应，造成更大的环境风险。 

生物降解作用也可以将难降解的微污染物转

化为更具有亲水性的降解产物  (如无机化合物

等)。例如，Wang 等[35]在研究磺胺甲恶唑的生物

降解及代谢途径中发现，不动杆菌 Acinetobacter sp.

在 适条件下，可以在 48 h 内矿化 95%以上的磺

胺甲恶唑。在微生物的作用下，磺胺甲恶唑可能

首先发生酰化反应生成乙酰磺胺甲恶唑，随后发

生侧链乙酰羰基的还原反应生成一个过渡中间

体。该过渡中间体随后发生去甲基化反应和异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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唑环氮氧键断裂的开环反应，使异噁唑环转化为

3-氨基丙酸基侧链；砜基对位的碳氮键发生加羰

基化反应，进一步水解为 3 个小分子产物， 终

转化为可溶于水的硝酸铵、硫酸铵、H2O 和 CO2，

降解途径见图 4。Fischer 等[60]活性污泥反应器中

检测到了磺胺甲恶唑的两个主要降解产物(3-氨

基-5-甲基-异恶唑和 4-羟基-磺胺甲恶唑)。在微生

物作用下，磺胺基的水解裂解也可导致磺胺酸和

3-氨基-5-甲基异恶唑的生成[33]。 

在不同微生物作用下 PPCPs 的降解产物组成

和降解机理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即降解菌株的种

类直接影响 PPCPs 的降解途径。磺胺甲恶唑是

常用的磺胺类药物之一，有关磺胺甲恶唑的微生

物降解已被广泛研究。本文以磺胺甲恶唑为例，

讨论其在不同微生物作用下的降解机制，磺胺甲

恶唑不同菌株和不同条件下的微生物降解途径见

图 5。Microbacterium sp. BR1中的两种单氧化酶 Sad 

A 和 Sad B 在降解磺胺甲恶唑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且磺胺甲恶唑经本位羟基化反应生成降解产物对

氨基苯酚、苯三酚和 3-氨基-5-甲基异恶唑，其中 

 

 
 

图 3  对乙酰氨基酚的生物降解产物[59] 

Fig. 3  Biodegradation products of acetaminophen[59]. 
 

 
 

图 4  不动杆菌对 SMX 的生物降解途径[35] 

Fig. 4  The biodegradation pathway of sulfamethoxazole by Acinetobacter s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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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磺胺甲恶唑的微生物降解途径[63] 

Fig. 5  Biodegradation pathway of sulfamethoxazole[63]. 
 

3-氨基-5-甲基异恶唑为主要降解产物[61-62]。3-氨基- 

5-甲基异恶唑也是嗜冷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psychrophila HA-4 降解磺胺甲恶唑的主要代谢物，

且 Pseudomonas psychrophila HA-4 同时可将磺胺

甲恶唑降解为苯胺和 4-氨基苯磺胺 [33]。此外，    

3-氨基-5-甲基异恶唑和 4-羟基-磺胺甲恶唑也是磺

胺甲恶唑作为碳源和氮源时降解而成的中间产  

物[60]。在 Microbacterium sp. strain BR1 和嗜冷假单

胞菌 Pseudomonas psychrophila HA-4 以磺胺甲恶

唑作为碳源和氮源时 4-羟基-磺胺甲恶唑并未生

成。在磺胺甲恶唑被 Acinetobacter sp.降解时，3-

氨基-5-甲基异恶唑和 4-羟基-磺胺甲恶唑均未检

出，而羟基化 3-氨基-5-甲基异恶唑和羟基苯磺酸作

为中间产物被检出[35]。Mulla 等[64]在 Ochrobactrum 

sp.和 Labrys sp.降解磺胺甲恶唑的过程中还发现了

4-氨基酚和氢醌。微生物的共代谢作用可使磺胺甲

恶唑降解为更多的产物。例如，在磺胺甲恶唑的共

代谢过程中，除了 3-氨基-5-甲基异恶唑和 4-羟基-

磺胺甲硫胺以外，还有磺胺酸和 N-乙酰基-磺胺甲

恶唑的生成[31,49,65]。除上述中间产物外，氨氧化菌

共代谢降解磺胺甲恶唑时还发现了 4-硝基-磺胺甲

恶唑和脱氨基磺胺甲恶唑的产生。与氨氧化细菌不

同的是，硫酸盐还原菌可通过 3 种途径降解磺胺甲

恶唑[66]。综上，磺胺甲恶唑在不同的降解菌株作

用下可产生不同的降解产物，这可能是由于不同菌

株所含酶和基因的差异所致；另一方面，磺胺甲恶

唑降解生成的产物结构和浓度的差异也会反向影

响其降解菌的结构组成和基因等，降解菌的变化转

而再次影响其降解产物的生成。 

PPCPs 还可被微生物转化为更高吸附能力的

降解产物。例如，Yang 等[67]从猪粪中驯化富集得

到了一种可降解睾丸素 (Testosterone) 的细菌，

通过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分析发现，睾丸素通过

脱羟基化反应生成脱羟基睾丸素，通过脱氢反应生

成雄烯二酮和雄二烯二酮 (降解途径见图 6)。需

要指出的是，Das 等[68]通过土柱实验研究了睾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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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睾丸素的生物降解途径[67] 

Fig. 6  Biodegradation pathway of testosterone[67]. 
 

及其降解产物在土壤中的吸附能力，实验结果表

明，睾丸素的降解产物雄烯二酮在土壤中的吸附分

配系数 Kd 值 (142 L/kg) 较母体睾丸素 (42.7 L/kg) 

的高出 2.3 倍，由此可见，降解产物雄烯二酮具

有比母体更弱的迁移能力，而使其较之母体具有

更高的环境持久性和发生被植物吸收等二次污染

的潜在风险性。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人们对 PPCPs 的生物降解已开展了

大量的工作，对其生物降解特性和机制也有了一定

的认识，但仍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 

1) PPCPs 可降解为不同的降解产物，但鉴定

出的降解产物由于缺乏标准物质的对照和参考，

结构组成尚不明确。 

2) 有关 PPCPs 的毒理学研究目前还处于母体

毒性研究的阶段，但对其降解产物的活性、生物可

利用性和迁移能力等的研究尚少，而这些方面的研

究对于全面客观评价 PPCPs环境安全性尤为必要。 

3) PPCPs 种类繁多，结构多样，各组分没有共

性结构，不同 PPCPs 生物降解机理必然存在较大差

异，除现有已阐明的 PPCPs 生物降解机理外，大部

分 PPCPs 生物降解作用机制尚不明晰，而全面系统

研究 PPCPs 各化合物生物降解机理对开发 PPCPs

高效降解与去除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污水处理、土壤

修复及其他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科学指导

意义。例如，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和活性污泥是

PPCPs 进入环境的两大主要来源，如何将 PPCPs 功

能菌应用于污水处理过程，开发有针对性的 PPCPs

生物处理技术，提高实际污水处理厂 PPCPs 的去除

率，降低其环境释放量，对于 PPCPs 等微污染物的

水污染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4) 现有 PPCPs 的微生物降解研究主要侧重

于功能降解菌的筛选和降解特性等方面，而未从

基因水平研究功能菌群基因和降解机制之间的关

系，该方面研究有望成为 PPCPs 微生物降解的一

个重要方向。 

5) 目前仅有少数研究报道通过植物吸收进行

PPCPs 的修复，并且其中主要为人工湿地系统中植

物部分的讨论，有关 PPCPs 高富集及超富集植物鲜

有报道，相关科研和应用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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